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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以 
及状态—特质焦虑状况调查

张傲雪  杨家豪  姚马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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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大学生都出现了焦虑的症状。大学生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良的

影响，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编制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焦虑情况量表来了解并具体测量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调

研团队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简单分为社交焦虑、状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三种类型，并尝试挖掘哪些人口学变

量和疫情相关的因素会影响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状态特质焦虑。统计结果显示，问卷编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并且，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表现出的状态—特质焦虑状况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而不

良的亲密关系状况以及接受多次核酸检测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疫情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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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不仅是公众的生命健康遭受威胁，人们的心理

健康也普遍遭受到了冲击［1，2］。截至 2022 年 3 月 27 日 18 时 26 分，国内现有确诊病例 270，232 例，

不断上升的数字也正在改变人们的情绪状态。郭菲等人的两项线上公众调查显示，有 22.4% 的人群对于

疫情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3］。对于大学生来说，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会对他们的返校、学习、出行等活

动造成困难，导致部分大学生频繁出现异常的焦虑情绪［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90 后、00 后大学生认为自己患有社交焦虑。社交焦虑，俗称“社恐”，主要是

指对自己人际处境的一种紧张或害怕［5］。据调查，有 90% 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社恐”

或社交焦虑，这反映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因素。一方面，现实生活的繁琐让大学生更习惯于在线上通

过社交软件表达自己，畅所欲言；另一方面，网络交流的随意性也成了许多大学生回避社交的“避风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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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期间的防控举措，人们更加难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学生大部分时间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联系同

学或老师。虽然网络的沟通看似更加便捷，但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社交距离感就会逐渐增加，人们对于

线下交流的社交焦虑也随之增加。而具有线下社交焦虑的人达到一定的数量，还能够在群体性层面上导致

隐患，更进一步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危机，从而导致所谓的“社恐”困局。“社恐”困局不

仅仅指向个人，还具有社群乃至社会层面的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7］。

对于社交焦虑的评估，自陈式量表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自 1980 年 DSM-III 提出关于社交焦虑障碍

的概念，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交焦虑的诊断和评估工具。在其中，马蒂克（Mattick）和克拉克（Clarke）

编制的社交焦虑量表（SIAS）和社交恐怖量表（SPS）应用最为广泛［8］。社交焦虑量表和社交恐怖量表

是一起使用的两份测量工具，两量表合并用于评估社交焦虑的两个方面：个体对各种社交活动的惧怕程

度与个体对生活中被注视的惧怕程度［9］。两个量表各自包含 20 个测试项目，均采用五点计分。已有大

量研究结果证明，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上社交焦虑量表和社交恐怖量表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10］。

叶冬梅和钱铭怡等（2007）对完整版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和社交焦虑量表（SPS）进行了翻

译与修订，并考察了其心理测量学特征。他们以 1300 多名北京市大学生为测查对象，对量表进行了验

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并且建立了北京市大学生的常模。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都很高，但此量表项

目太多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尤其在临床实践中存在明显的挑战［11］。

此外，社交焦虑的评估与诊断往往要伴随一般焦虑症状的测量［12］。这也就暗示着，这两份量表往往需

要伴随其他一系列的量表一起使用，量表题目会非常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答题负荷会抑制其普及和使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研究者试图开发简化版的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怖量表。其中，费格斯（Fergus et al.，

2012）开发了简版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怖量表。该量表保留了原版的社交恐怖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中各6道题目。

在项目筛选时，费格斯等人特别注重量表题目的可读性，重点选取了表述清晰、易于理解的一些题目。研究

证明，费格斯的简版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怖量表在正常人群和社交焦虑障碍人群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且

适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使用［13］。但有关疫情期间大学生社交焦虑量表编制的相关研究是缺乏的。

除了社交焦虑之外，大学生对于疫情的焦虑也体现在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上。这两种焦虑的概念最

早由卡特尔和舍依尔提出（Cattell and Scheier，1958，1961）［14，15］。状态焦虑又被称作“情境焦虑”，

指的是个体随时间变化产生的短暂而不愉快的生理或心理状态；特质焦虑是指与当前状态焦虑倾向有关

的个体差异，反映的是人整体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可以描述为一种把一个外界刺激环境知觉作为

危险的或有威胁的倾向［16，17］。研究发现，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对于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以及寻求心理帮

助的态度具有直接显著的影响［18，19］。对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件抱有很强的状态—特质焦虑甚至会使人产

生自杀倾向，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因此，对于以上两种焦虑类型的评估和测量显得十分重要。1979 年由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等

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form-y，STAI-Y）是目前在各大科学研究和临

床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手段。1995 年，李文利与钱铭怡对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进行了中国大学生

常模的修订［20］；2021 年，程长等人对于中文版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进行了一项测量等值性研究，证

实了该量表在抑郁症病人和正常人群间具有等值性［21］。但我们对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状态特质焦虑也知

之甚少，有必要综合社交焦虑、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的概念编制量表，考察疫情期间有哪些因素能够对

大学生的焦虑状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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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总体思路

本研究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以及状态—特质焦虑状况展开调研。首先，通过文

献梳理，了解社交焦虑、状态—特质焦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然后，通过问卷网、微信朋友圈、QQ 空

间等线上方式发放问卷，调查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的相关情况；最后，量化分析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以及

状态—特质焦虑状况。

2.2  调研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法，填写时长在 3 ～ 10 分钟之间，采用选项题型，共得到问卷 407 份。筛除作

答时间较短、规定选项作答错误、非大学生等无效问卷，剩余 314 份，有效率为 77.1% 。样本分布详见表 1。

表 1  受调查对象的样本分布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性别 独生子女 恋人相见 核酸检测次数
男 女 是 否 受影响 未受影响 0 ～ 1 次 2 ～ 4 次 5 ～ 9 次 10 次以上

人数 132 182 192 122 201 113 79 171 52 12
比例 42.0% 58.0% 61.1% 38.9% 64.0% 36.0% 25.2% 54.5% 16.6% 3.8%

本次调研主要围绕“社交焦虑”“状态—特质焦虑”两大方面展开，具体包括紧张焦虑（TA）、社

交敏感（SIS）、社交自信（SIC）等社交焦虑因子，焦虑心境、疲倦、睡眠、注意力减退、躯体症状、紧张、

恐惧和易激怒等状态焦虑因子，行为抑制、负性情感、焦虑敏感性、对负面评价的害怕等特质焦虑因子。

图 1  问卷设计维度

Figure 1 Dimension of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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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卷编制方法

问卷编制主要参考了马蒂克等人（1998）编制的社交恐惧量表（social phobia scale，SPS）、

斯皮尔伯格等人（1979）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Y）以及张亚娟（2017）基于美国精神

疾病诊断标准（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编制的状

态—特质焦虑问卷［22］，各条目为调研团队根据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原创。问卷共 37 题，

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Q1-7）收集被试的人口学数据以及与疫情有关的一般资料，第二部

分（Q8-20）为社交焦虑量表，第三部分（Q21-28）为状态焦虑量表，第四部分（Q29-36）为特

质焦虑量表，Q37 为选做题，让被试自愿填写自己的邮箱以便调研团队发送调研报告；Q1 和 Q17

用于检验样本填写的有效性。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别对第二部分（社交焦虑量表）、第三部分（状态焦虑量

表）、第四部分（特质焦虑量表）的总分进行正态性检验；对第一部分（人口学数据）进行一系列描述

性统计，计算第二、三、四部分的总量表以及各因素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并计算第二、

三、四部分量表各因素的分量表得分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人口学数据和各部分量表的关系；

通过 KMO 统计量和 Bartlett’ s 球形检验来分析第二、三、四部分量表中的各维度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并对适合的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项目的统计学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3.1.1  社交焦虑分量表

对社交焦虑量表总分按性别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疫情期间男大学生的社交焦虑

量表总分（x=35.05，s=9.83）与女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量表总分（x=34.33，s=9.61）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t（312）=0.645，p=0.519>0.05，Cohen’s d=0.074。将所有被试的社交焦虑量表总分（34.63±9.70）进行

正态检验，结果显示 K-S 系数为 0.76，df=314，p=0.000<0.001。其偏度为 -0.138，峰度为 -0.787。各维

度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社交焦虑分量表中各维度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Table 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dimensions in social anxiety subscale

紧张焦虑 社会敏感 社交自信
紧张焦虑 1 0.834** 0.725**

社会敏感 0.834** 1 0.670**

社交自信 0.725** 0.670** 1

注： ** 代表相关性均是显著的（p<0.001），N=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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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状态焦虑分量表

对状态焦虑量表总分按性别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疫情期间男大学生的状态焦虑

量表总分（x=17.65，s=6.52）与女大学生的状态焦虑量表总分（x=17.29，s=5.97）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t（312）=0.516，p=0.606>0.05，Cohen’s d=0.059。将所有被试的状态焦虑量表总分（17.44±6.20）进行

正态检验，结果显示 K-S 系数为 0.11，df=314，p=0.000<0.001。其偏度为 0.282，峰度为 -0.994。各维

度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状态焦虑分量表中各维度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dimensions in the state anxiety subscale

恐惧 睡眠障碍 注意力 易激怒 躯体症状 焦虑心境 疲倦 紧张
恐惧 1 0.492** 0.421** 0.486** 0.559** 0.443** 0.557** 0.536**

睡眠障碍 0.492** 1 0.456** 0.619** 0.612** 0.562** 0.646** 0.633**

注意力 0.421** 0.456** 1 0.444** 0.486** 0.507** 0.487** 0.432**

易激怒 0.486** 0.619** 0.444** 1 0.609** 0.467** 0.577** 0.607**

躯体症状 0.559** 0.612** 0.486** 0.609** 1 0.460** 0.614** 0.628**

焦虑心境 0.443** 0.562** 0.507** 0.467** 0.460** 1 0.599** 0.566**

疲倦 0.557** 0.646** 0.487** 0.577** 0.614** 0.599** 1 0.713**

紧张 0.536** 0.633** 0.432** 0.607** 0.628** 0.566** 0.713** 1

注：** 代表相关性均是显著的（p<0.001），N=314。

3.1.3  特质焦虑分量表

对特质焦虑量表总分按性别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疫情期间男大学生的特质焦虑

量表总分（x=18.95，s=6.16）与女大学生的特质焦虑量表总分（x=19.26，s=5.81）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t（312）=0.454，p=0.650>0.05，Cohen’s d=0.052。将所有被试的特质焦虑量表总分（19.13±5.96）进行

正态检验，结果显示 K-S 系数为 0.067，df=314，p=0.002<0.01。其偏度为 -0.039，峰度为 -0.923。各维

度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特质焦虑分量表中各维度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dimensions in trait anxiety subscale

行为抑制 负性情感 焦虑敏感 负面评价
行为抑制 1 0.641** 0.623** 0.681**

负性情感 0.641** 1 0.686** 0.659**

焦虑敏感 0.623** 0.686** 1 0.710**

负面评价 0.681** 0.659** 0.710** 1

注：** 代表相关性均是显著的（p<0.001），N=314。

3.1.4  总量表

对量表总分按性别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疫情期间男大学生的量表总分（x=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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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20） 与 女 大 学 生 的 量 表 总 分（x=70.88，s=19.62） 之 间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t（312）=0.333，

p=0.739>0.05，Cohen’s d=0.038。将所有被试的量表总分（71.20±20.26）进行正态检验，结果显示 K-S

系数为 0.058，df=314，p=0.014<0.05。其偏度为 0.030，峰度为 -0.833。各分量表间的相关系数如

表 5 所示。

表 5  各分量表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subscales

社交焦虑总分 状态焦虑总分 特质焦虑总分
社交焦虑总分 1 0.786** 0.744**

状态焦虑总分 0.786** 1 0.845**

特质焦虑总分 0.744** 0.845** 1

注：** 代表相关性均是显著的（p<0.001），N=314。

3.2  信度效度分析与因素分析

3.2.1  信度分析

社交焦虑量表、状态焦虑量表以及特质焦虑量表的克龙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897，0.905，0.889，

均在 0.9 左右，说明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社交焦虑量表、状态焦虑量表以及特质焦虑量表的 Guttman 折半信度系数分别为 0.897，0.897，0.892，

均大于 0.89，说明三个量表的分半信度较高。

3.2.2  效度分析

通过 KMO 统计量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来分析该维度以及该分量表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

时检验各分量表的效度。根据凯撒（Kaiser，1974）的观点，KMO 值大于 0.9 是最好的，大于 0.8 

比较好，大于 0.7 是中等，小于 0.7 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并且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各样

本可以进行因素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表明除社交自信维度以外的各维度各分量表都适合做探索性

因素分析，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分量表各维度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

Table 6 Kmo and Bartlett's test for each dimension of each subscale

焦虑类型 维度 / 分量表 KMO 显著性（p）
社交焦虑 紧张焦虑维度 0.76 <0.001
社交焦虑 社交敏感维度 0.76 <0.001
社交焦虑 社交自信维度 0.68 <0.001
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分量表 0.72 <0.001
状态焦虑 状态焦虑分量表 0.93 <0.001
特质焦虑 特质焦虑分量表 0.83 <0.001

注：* 由于状态焦虑分量表各维度只有一题；特质焦虑量表各维度只有两题，因此没有必要计算其中各维度的

KMO 统计量或进行 Bartlett’s 球形检验，直接对分量表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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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性分析

3.3.1  是否为独生子女对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情况的影响

将社交焦虑分量表、状态焦虑分量表、特质焦虑分量表的总分按是否为独生子女分组，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量表总分（x=35.16，s=9.73）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

量表总分（x=33.80，s=9.63）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t（312）=1.218，p=0.224>0.05，Cohen’s d=0.141； 

独 生 子 女 的 状 态 焦 虑 量 表 总 分（x=18.04，s=6.41） 显 著 大 于 非 独 生 子 女 的 状 态 焦 虑 量 表 总 分

（x=16.50，s=5.75），t（312）=2.153，p=0.032<0.05，Cohen’s d=0.249；独生子女的特质焦虑量表总分

（x=19.84，s=5.93）显著大于非独生子女的特质焦虑量表总分（x=18.02，s=5.85），t（312）=2.656，

p=0.008<0.01，Cohen’s d=0.308。

3.3.2  亲密关系情况对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情况的影响

在保证方差齐性的情况下，对不同亲密关系状况被试的各分量表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亲密关系状况的被试在所有分量表的总分上均有显著差异。社交焦虑分量表： 

F（2，311）=7.33，p=0.001<0.01，η 2=0.045；状态焦虑分量表：F（2，311）=12.72，p=0.000<0.001，

η 2=0.076；特质焦虑分量表：F（2，311）=13.63，p=0.000<0.001，η 2=0.081。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

在疫情期间没有跟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分开的被试的量表得分显著低于没有亲密关系或者与具有亲密关系

的人分开的被试。

3.3.3  接受核酸检测情况对疫情期间大学生焦虑情况的影响

保证方差齐性的情况下，对不同核酸检测接受次数的被试的各分量表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核酸检测接受次数的被试在所有分量表的总分上均有显著差异。社交焦虑分量表： 

F（3，310）=5.60，p=0.001<0.01，η 2=0.051； 状 态 焦 虑 分 量 表：F（3，310）=3.25，p=0.022<0.05，

η 2=0.031；特质焦虑分量表：F（3，310）=4.43，p=0.005<0.01，η 2=0.041。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接

受核酸检测的次数越多，焦虑得分显著提升。

4  讨论

根据相关性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本研究所编制的量表有一定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交焦虑分量表中的社交自信维度的 KMO 统计量小于 0.7，不适合进行因

素分析，也说明这一维度量表的效度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在之后的研究中继续进行修订。

通过对结果的综合性分析，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不良亲密关系情况以及多次接受核算检测会显著增

加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焦虑状况；而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仅会影响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状态—特质

焦虑状况，不会影响到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社交焦虑状况。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作为独生子女的大

学生在居家隔离时往往缺少与同龄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这反而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渴望回到学校进行社

交活动。但由于独生子女对于疫情动态的焦虑难以及时与同龄人通过非线上的方式分享，他们在疫情期

间的状态—特质焦虑情况会比非独生子女更高。

当今社会中，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焦虑障碍的识别率低，但是患病率居高不下。造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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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的一大原因便是大众对焦虑障碍的认知缺失并且难以对自身的焦虑状况进行专业且精确的测量。

我们编制的疫情期间大学生社交焦虑与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

缺乏临床实践的检验，并且只针对大学生群体，有很强的局限性。是否能够将社交焦虑、状态焦虑以及

特质焦虑相组合构成量表的总分也有待未来研究的验证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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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Social Anxiety and State-trait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Zhang Aoxue Yang Jiahao Yaoma Kelu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many college students have experienced 
symptoms of anxiety.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due to the epidemic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hole society, so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and specifically measur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by developing an anxiety profile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researcher briefly 
classified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into three types: social anxiety,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and tried to explore which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epidemic-related factors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and state-trait anxiety.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Meanwhile,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the only children in their 
family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tate-trait anxiety than those who were not the only children, and 
that poor intimate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undergoing multiple nucleic acid tes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about the epidemic.
Key words: COVID-19 epidemic; Social anxiety; State-trait anxiety


